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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策网络理论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和以德国

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派，如今成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政策网络理论内涵丰富，兼具宏观微观

中观研究视角，显示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特点，在研究范式、分析框架和治理模式方面都扮演了新的角

色。在引入中国的二十年间，许多学者对理论发展、逻辑演进、学派思想等内容作了细致回顾与梳理，

肯定了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和价值，海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但该理论对

新时代的中国之治提供什么借鉴和启发、理论本土化前景如何，有待继续探索。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具

有无限发展潜力，同时，中国实践及实践背后的理论反映还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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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policy network theory has developed to three dis-
tinct schools: the American school, the British school, and the continental European school. Policy 
network theory has become an orthodoxy in western public policy studies. With rich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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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resence of macro-, meso-, and micro-perspectives, the theory is characterized by homo-
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and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a-
lytical framework, and governance model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scholars have in-
creasingly adopted the theory to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governance. 
However, what can be learned and inspired from the theory is still to be explored, particularly to 
Chinese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e argue that policy network theory has potential to be fur-
ther developed in China; meanwhile, the same applies to China’s practice and the theoretical ref-
lection behi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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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策网络理论发轫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世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主要形成了美国学派、

英国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以德国、荷兰为代表)。该理论把公共政策现象重新概念化，在政治学和公共政

策领域具有重要贡献[1]。它是指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基于资源交换和互赖原则，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

联系，建立行动联盟或利益共同体，产生政策网络关系，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执行等环节[2]。它是

政策科学从政策分析范式进入政策研究范式之际出现的新兴理论[3]，是市场和层级形式之外的第三种治

理结构和治理模式，具有非层级的(non-hierarchical)、相互依赖的(interdependent)本质[4]，其共享信息、

协调利益、动员资源的功能[5]有利于为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提供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之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大为节点，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

各阶段一脉相承，富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6]。从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

到十九大进入“新时代”，中国治理体制和治理道路构成了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中国之治指明了方向和目标。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之治逐步从“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

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决定》，围绕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从 13
个方面总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明确了制度与治理的关系，即治理

要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现制度及其执行力。全会第一次在制度层面概括总结治

国理政的事业和工作，并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描绘了中国之

治的宏图愿景。 
向内看，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体现中国之治的特

色；向外看，全球化使得资本、技术等要素全球流动，国家治理等结构受到影响发生变动[7]，从而让国

内的政策过程变得多维多层[8]，外交顶层设计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中国之治正是在不

断加深的“网络化”背景下，在制度体系内展开。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从西方引进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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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公共管理研究不断发展壮大[9] [10]。政策网络理论是目前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现有国

内外文献对其发展脉络、学派思想、逻辑演进、网络类型、网络特征等内容作了细致回顾与梳理，肯定

了理论价值，也指出了理论缺陷，部分文献聚焦中国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做了实证研究。但政策网络

理论落地中国时间并不长，在新时代中国之治的背景下，能为治理理论与实践提供什么借鉴与启发，在

中国场域中的本土化前景如何，需要进一步探究，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需要。 

2. 政策网络理论的时空谱系 

政策网络理论的源头和产生略有复杂，理论发展横跨多国，各学派观点不一但又有同质性，对理论

时空演进的把握奠定了后续研究与反思的基础。 

2.1. 理论缘起与产生背景 

政策网络的思想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1951 年，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在《政府过程：

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一书中，用一章内

容专门讲述“行政过程的关系网”(the web of relationship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呈现了众多参与者

参与到复杂的、非正式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为后来次级系统和次级政府概念的形成作出贡献。 
学界认为，从理论渊源看，政策网络理论的源头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

治学中精英主义(elit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就权力是否平均分配的讨论，提出了次级系统(subsystem)
和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等概念，对政策网络概念的产生有启发作用，七十年代，欧洲针对“利益

集团的协调”问题，多元主义(pluralism)和法团主义 1 (corporatism)出现争论，政策网络分析是两个“主

义”的替代；二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组织社会学中组织间关系的研究，强调任何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通

常都依赖于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三是政策科学的过程理论被认为提供了知识来源；四是复杂性理论被认

为是新兴理论来源，特别在政策网络理论分化阶段[3] [11] [12] [13]。 
从产生背景看，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中，主体之间配合协调、依赖合作

关系加强，具体指公民、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主体逐渐关注公共政策并参与其中，中央政府和

联邦政府越来越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执行；二是治理方式由政府统治向协调式发展，政策过程日趋复

杂，原有理论无法解释跨层级、跨部门、跨组织、跨主体的复杂网络；三是传统的政策分析视角不足，

基于整体主义、聚焦国家和社会权力分配的宏观研究方法，和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聚焦个人或

单个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行为机制的微观研究方法，都无法解释分析某些政策运作过程，需要一种聚

焦政府和利益团体的关系的中观研究视角，在宏观和微观分析之间架起桥梁；四是全球化的影响导致

“中心缺失”(centerless)现象，政策主体结构碎片化、部门化和分权化，政府无法凭一己之力处理公共

事务[14] [15] [16]。 
1977 年，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最早出现“政策网络”一词，指出资本主

义国家与非国家行动者寻求合作，建立相互依赖关系。 

2.2. 学派兴起与理论发展 

具体来说，政策网络理论起始于 20世纪 50年代美国从微观层面对多个政策主体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集中在两个概念——次级系统和次级政府[11]。二战时，格里菲斯(Griffith) [17]认为，政策是在由社会利

益和问题构成的“旋涡”(vortex)中制定，利益攸关人员有能力加入其中干预政策过程，并具有合法性，

当时的美国社会也崇尚社会扩散和未经协调的团体的多元。这一观点并未引起关注，但二战后，促成了

“次级系统”(subsystem)概念的产生，用以讨论国会、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在次级单元中，彼此间的关

 

 

1因翻译不统一，亦译为合作主义、统合主义、工团主义、社团主义、阶级合作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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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互动，揭示了政策网络的本质[18]。60 年代，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 [19]最早使用“次级政

府”(sub-government) (次政府、亚政府)概念描述华盛顿政府的专家、利益代表和政策人员如何组成行动

整体，制定政策，解决复杂问题。后来，格兰特·麦克内尔(Grant McConnell) [20]“私营政府”“国家俘

获”补充内涵，说明私人利益在次级政府中的主导力量，控制俘获公务人员达成目的。罗威(Lowi)把政

府、国会委员会和利益集团构成的稳固的、排他的、可预见的封闭体系比喻为“铁三角”(iron triangle) [21]。
70 年代，雷普利(Ripley)和富兰克林(Franklin) [22]发展了次级政府的研究，将之界定为政策的实质性领域

内，有效制定大部分常规决策的个人集群，包括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然而，黑克罗(Heclo) [23]持相反

观点，认为决策不是在“铁三角”封闭有限的空间，而是在一种非正式的、开放的、不可预见的“议题

网络”(issue network)中进行，参与者无限且复杂。80 年代，安德鲁·麦克法兰(Andrew McFarland) [24]
把议题网络看作是，政府机关、生产者或专业利益集团(producer or professional group)和反对性公益团体

(opposing public interest group)三者组成的三位一体权力(triadic power)，就同一议题出现的三种不同面向

的网络关系，政府、议员、专家学者、游说团体等利益相关者包含在内，反复沟通。美国学派中，政策

网络的类似概念还有政策社区(policy community) [25]、决策网络(decision network) [26]、行动者联盟

(advocacy coalition) [27]等，丰富了政策网络研究。 
受美国研究传统中次级政府理论的影响，英国的理查森(Richardson)和乔丹(Jordan)借用政策社区的概

念，指出英国的政策制定过程是在政府和压力集团构成的次级系统中协商运作[28]，目标在于进行“官僚

调节”(bureaucratic accommodation) [29]，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且认为这个概念是理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

大部分政策制定过程的关键[28]。这种研究路径沿袭了美国的政治、政策科学思想，强调美国的理论观念

对英国的影响，与之不同的英国学派的另一种路径是以罗茨(Rhodes)、马什(Marsh)为代表的学者，受欧

洲组织间关系理论的影响，重视政策网络中政治机构间的关系，而非个人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政策网络

起源于英国。罗茨不赞同美国的铁三角、次级政府等理论适用英国的观点，而是认为政策制定发生在中

央和地方因资源依赖而形成的博弈关系的政策网络中，这些资源包括宪法法律资源，也包括组织、财政、

政治和信息等资源，这个政策网络是中观概念[30]。与美国学派概念模糊不同，罗茨详述定义，并根据成

员资格、类型和资源分配三个维度，按网络关系近疏排列，把政策网络看作一个包含五种网络类型的连

续体，一头是紧密的政策社区，一头是松散的议题网络，中间为专业网络(professional network)、政府间

网络(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和生产者网络(producer network)，这就是罗茨模型(Rhodes Model) [31]，
相互依赖 (interdependence)、资源交换 (resource-exchange)、博弈互动 (rules of the game)和网络自治

(significant autonomy)是该模型的四个核心假设，也是政策网络的特征，后经研究的不断深入、争论，罗

茨模型被完善为四维度(成员资格、整合程度、资源和权力)两分类(政策社区、议题网络)的网络类型[13] 
[30]。罗茨因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政策网络研究的集大成者[14]。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社会发生变革，政府角色减弱，私营部门崛起，国家和社会边界模糊，

共同参与公共治理过程[32]。于是，德国学者发现，治理不再是政府对社会的外部控制，而是由多个治理

主体促成，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相互联系，交换信息等资源[33]，政策网络成为一种

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新的社会结构形式[34]，一种区别于层级制和市场制的专门的治理模式[1]。同时，

也有观点认为，政策网络是两种模式的组合[35]。德国学派从宏观层面研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强调

因为社会的复杂多元，国家和社会组织相互依赖，形成了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政策网络，以弥补政府

失败和市场失灵[36]。从这点上讲，政策网络能够横向地、协商地自我协调，协调出正和结果，使网络行

动者都受益，也正是在协商过程中，行动者的密切互动促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提高了问题解决能力，

避免了两种传统治理模式出现的问题[3]，因此，网络的实质是层级制的影子(shadow of hierarchy) [37]，
一方面非国家行动者获得授权，有一定的治理执行力，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可以修正“影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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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不灵。虽然，荷兰学派同样是从宏观角度研究，但荷兰学者重视的是网络治理，即治理成功与否在

于网络治理是否有效，包括工具主义视角(instrumental perspective)、互动视角(interactive perspective)和制

度主义视角(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的研究[38]。90 年代，德荷等欧洲大陆学者继续治理途径的研究，开

始把政策网络称为治理网络，关注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的关系[39]。一种是博弈管理(game management)，
认为应在已有网络的基础上，重视网络行动者良好的行为和彼此间互动的质量，强调网络管理者必须是

激励者和协调者；一种是网络建构(network structuring)，认为应改变现有网络结构，用新网络达成一致意

见，实现治理；两种观点从行动者关系、规则、资源、认知等方面都提出了战略，因此两者内容并不完

全割裂，而是互有交叉[40] [41] [42]。 
有学者将这些国家的研究条理化，总结出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研究属于利益调和学派(interest in-

termediation school)，欧洲大陆以德国和荷兰为代表的研究属于治理学派(governance school) [4]。此外，

政策网络研究还跟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结合，利用量化手段，通过复杂直观的结构图，

不同层面的技术分析以及模型建构，实现政策网络分析(policy network analysis) [43] [44] [45]。 

2.3. 简要评述 

政策网络理论经过五十多年的时空发展(表 1)，理论内涵不断丰富，研究范围跨越大西洋两岸，形成

了多样又独具特色的流派，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同质性。在政治学、组织社会学、政策科学等理论和多种背景影响下，政策网络思想形成，

政策网络理论渐露形态。复杂多元的产生背景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赋予了政策网络不同的含义。时

至今日，政策网络没有一个确切的、达成共识的定义，不同学者从治理、政策主体或主体关系、资源依

赖或国家自主性不同角度出发给予解释[46]。但在概念演进中，“依赖”“资源交换”“多个行动者”等

关键词始终是政策网络理论的支撑。一个最经典的定义诠释，政策网络是“由于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

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群组织的联合体”[47]。 
第二，异质性。就学派而言，美国和英国研究注重行动主体之间的利益调和，以德国和荷兰为代

表的欧洲大陆研究强调治理的目标，体现了学派间的差异。同一学派中，同样存在不同。比如，美国

罗威的“铁三角”与黑克罗的“议题网络”；英国理查森和乔丹沿袭美国研究传统，而罗茨、马什开

始重视政治机构间的关系，从美国的微观视角转入中观视角；德国荷兰都从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市民社

会关系入手，但前者强调网络治理的新模式，后者强调网络治理的有效性；博弈管理强调在既有网络

上的改变，而网络建构强调改变既有网络实现治理。异质性使得行动者实现各自不同的目标诉求，推

动网络发展。 
第三，角色性。政策网络理论发展至今，至少扮演了三种新角色。一是新范式，自上世纪 90 年代，

政策网络理论已经成为英国及欧美政策制定过程研究的主要范式[48]，也是继多元主义—社会中心论、法

团主义—国家中心论的新范式，有效促进了现代治理的研究与实践[49]。二是新分析框架，政策网络是一

个有力的分析概念，与行为者模型结合，描述进而解释公共政策[50]，是西方政策分析领域的核心框架[7]，
又如马什和史密斯(2000) [51]提出的辩证分析模型(dialectical model)，结合宏观环境、中观结构和微观行

动者三个层面，指出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的辩证关系。三是新治理模式，这点尤其从治理学派观点而来，

为公共治理提供新的途径。 
然而，政策网络研究尚有争议。例如，决策机构是政策网络还是其他，网络特征是紧密还是松散、

一致还是冲突，网络结构的作用和作用的方式是什么，网络主体是个人还是团体，政策网络是自变量还

是因变量，这些问题存有分歧[52]。因此，道丁(Dowding) [48]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政策网络仅是一种隐

喻，没有充分的理论解释能力，谈不上是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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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policy network theory 
表 1. 政策网络理论的时空谱系 

时间 

学派 

利益调和学派 治理学派 

美国学派 英国学派 德国学派 荷兰学派 

微观层次 中观层次 宏观层次 

1950s 弗里曼提出“次级系统”概念    

1960s 

卡特使用“次级政府”概念，

麦克内用“私营政府”“国家

俘获”补充内涵； 
罗威提出“铁三角” 

   

1970s 

雷普利和富兰克林发展“次级

政府”研究； 
黑克罗不赞同“铁三角”，提

出“议题网络” 

   

1980s 

麦克法兰将议题网络看作三

位一体权力； 
“政策社区”“决策网络”“行

动者联盟”等概念出现 

理查森和乔丹沿袭美国研究

传统，借用“政策社区”概

念分析英国政策制定过程 
  

1990s  

以罗茨和马什为代表的学

者，开始重视政策网络的政

治机构间关系； 
认为政策网络源于英国； 
罗茨模型的提出与改进 

马林和曼茨等学者认为，治

理是由多个主体相互联系、

交换资源实现； 
鲍威尔等学者认为，政策网

络是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新

社会结构形式； 
肯尼斯和沃尔克等学者认

为，政策网络是区别于层级

制和市场制的新治理模式； 
马林等学者认为，政策网络

是层级制和市场制的组合 

基克特等学者重视网络

治理，关注政策网络和

政策结果的关系； 
一种重视博弈管理，一

种重视网络建构，两者

内容互有交叉 

至今 与社会网络分析等理论结合，加入量化手段，实现政策网络分析 

来源：作者自制。 

3. 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中国实践 

政策网络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当今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研

究趋势不断抬升，主要涉及理论的介绍引进和分析应用。 

3.1. 理论引进 

中国学者做了很多理论引进。朱亚鹏[36]梳理了国外政策网络理论的源流、发展和争论，介绍了概念、

功能、特征以及研究视角，认为政策网络对政策过程具有理论解释力和分析力，对民主和治理具有重要

意义，其描述性和价值规范性为我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借鉴与启示。蒋硕亮[53]从政策网络与政

策过程、政策变迁的关系出发，总结英国学者集中在政策网络对政策制定影响的研究上，通过罗茨分类，

发现强连接的政策网络有助于政策制定，弱连接则不利；荷兰学者补充了政策网络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认为虽然政策网络提供了比自上而下路径更好的方案，使得各主体互动、博弈，国家和政府不再是主导，

但它们仍然有引导作用，指导政策执行，增强执行力；而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解释作用被认为是理论

硬核，就是说行动者之间清晰或模糊的网络结构最终是用来解释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政策网络的结构、成员关系、信念以及外部环境也可能引起政策变迁。贾文龙[54]从政策网络在中国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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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运用、积极影响、负面效应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政策网络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功能等基础研

究，和政策网络与政策过程、政策变迁和政策工具的关系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价值意义，并对理论

本土化提出希望。唐云锋和许少鹏[55]结合我国社会分层和差序格局、民主政治和传统文化以及城乡网络

普及差距的背景，分析了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认为政策网络应随着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进行

相应调整，要畅通利益集团进出渠道，平衡利益群体地位，将沟通交流、合作协商常态化、固定化和法

律化。 
有些学者聚焦政策网络的某一内容进行归纳。例如，蒋硕亮认为，政策网络理论作为政策分析的新

范式，在政策过程变得多维、多元、多层的网络化情况下，突破了传统的分析模式，提供了新的分析方

法和视野，走出了阶段论的窠臼，实现了政策过程的图景转换[56]。范世炜[57]从资源依赖、共同价值和

共享话语三种研究视角分析比较政策网络，指出政策变迁分别与之形成三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映射模式，

应根据具体情况，找出更适合、最具解释力的一种理论视角解释具体现实问题。陈建国[46]对政策网络研

究进行理论审查，指出理论的缺陷、困境与争论，提出走向制度主义和回归网络本质是走出困境的两个

方向；杨代福[58]由政策网络理论的缺陷，总结了萨巴蒂尔(Sabatier)和金肯斯–史密斯(Jenkins-Smith)倡
导联盟框架、布隆–汉森(Blom-Hansen)新制度途径、马什和史密斯辩证途径、卡尔森作为集体行动的政

策网络途径、新制度途径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以及政策网络途径与博弈论结合六种修正视角。 
也有学者突出政策网络研究与其他理论的融合情况，如结合经济制度，借用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

假设，借鉴集体行动理论，引入“社会学习”概念，加入理念的变量，整合内部集团和外部集团研究等

等[59]。或自己尝试引入新理论，发展和完善政策网络理论，张体委[60]引入结构化理论，克服结构主义

和行为主义的二元对立，试图构建统一的解释框架。 

3.2. 中国之治中的理论应用 

当政策网络理论引入国内到一定程度时，不少学者尝试结合国情进行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例

如，利用政策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探究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内在机制[61]，利用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工具角

色，指出中国住房领域的问题在于行动者的有限性和网络结构的封闭性[62]，利用罗茨模型，识别出十八

大后反腐网络的不同行动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63]，利用政策网络与政策执行、政策结果的关系，分析异

地高考的政策网络、问题与出路[64]，利用政策网络理论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行为等核心观点，探析由邻避

冲突事件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台的政策过程[65]，利用议题网络，指出公民的网络参与存在

的困境[2]。 
海外学者对中国的政策网络实证研究颇有兴趣。例如，以山东省日照市 150 个城市气候变化倡议为

例，通过非国家行为体在地方气候行动中的作用、政策网络和合作关系的形成的分析，探讨过去几十年，

中国在国际环境政治中如何实现治理的转变[66]；以内地 1998 年至 2010 年的医疗保险改革为例，探索政

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同时指出中西政治和文化的差异会导致政策制定研究方法上和实践上的困

难[67]；以全球环境研究所和自然之友为例，探究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在政府官员间创建政策网络改

变环境政策[68]。中国学者对国外案例同样关注，比如，以英国“邻里振兴计划”为例，说明政策网络的

应用性和政府的导航作用[8]。 

4. 结论 

政策网络理论在复杂的背景下形成，有多个理论源头，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美国学派、英

国学派和以德国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学派，兼具宏观微观中观研究视角，在研究范式、分析工具和治

理模式方面都扮演了新的角色。政策网络理论存在缺陷与困境，但正是在争论中，得以有了概念演进和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0226


杨溢群，卢笛声 
 

 

DOI: 10.12677/ass.2020.910226 1621 社会科学前沿 
 

理论进化，成为目前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显学。在该理论引入中国的二十年间，许多学者对政策网络的

基本内涵、逻辑起点、学派观点、理论发展等内容作了详细梳理和介绍，肯定了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的

适应性，并尝试进行实证研究，海外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实证应用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放眼未来，政策网络理论对中国之治有借鉴意义。第一，宏观视角下的政策网络外部环境研究有利

于分析中国之治的环境适应条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之治的具体表现，所有治理行为都是

在制度体系下展开，关键在于制度优势能否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因此，政策网络外部环境研究的整

体思维不容忽视。第二，多个研究视角有利于分析中国不同层面的治理。纵向看，中国之治呈现了国家

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的治理层级；横向看，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69]。政策网络理论恰好为从

中央到地方、从基层到个人的治理分析提供宏观、微观和中观研究角度。第三，政策网络的治理模式为

中国之治启发思路。在全球化和市场要素的影响下，大大小小的行动主体彼此依赖，关系强化，政策过

程具有跨国界、跨领域、跨层次、跨部门等特点，多元协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凸显出来，政策网

络治理路径有利于破解零和博弈难题，实现正和博弈。 
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具有无限发展潜力，其富于解释力的分析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治理借鉴，多元的

理论观点启发了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同时，中国实践及实践背后的理论反映还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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